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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对于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解读，是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这最初可以追
溯到西汉的孔安国，朱熹《论语集注》亦采用这样的观点。然而，朱熹晚年却改变了观点，明确提出“博文
约礼亦非二事”，而王阳明讲“博文”与“约礼”体用一源，他们都强调将“博文”与“约礼”统为一体。
此后，这种观点以“博约一贯”说或“博约合一”说而流行一时，直至清末民初。因此，将“博文”与“约
礼”分为二事的解读，实际上是回到了朱熹之前的观点，故这需要作进一步的学术思想史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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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ening One’s Intellectual Horizon and Keeping within the Bounds of
Propriety”:Zhu Xi’s Interpretation and Wang Yangming’s“Baoyue Shuo”
YUE Ai-gu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 for“broadening one’s intellectual horizon and keeping within the bounds of proprie-
ty”is usual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broadening horizon and bound propriety． This view can be traced back to Kong An-
guo of western Han Dynasty，and Zhu Xi also had agreed with it in Collective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However，
Zhu Xi changed his idea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ought these two things are the same． Wang Yangming also support the
unity of broadening horizon and bound propriety． Hereafter，this idea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idea till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Therefore，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broadening horizon and bound proprie-
ty are different before Zhu Xi proposed his idea in his early life for the sake of verify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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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
也》)，后世有不同解读。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
将该句解读为“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
约束”［1］，显然是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
这样的解读，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孔安国，直
到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亦采用这样的观点。
然而，与此不同，朱熹晚年却明确提出“博文约礼
亦非二事”，后来，明代王阳明撰《博约说》，讲“约
礼”与“博文”体用一源。此后，大多数学者都将二
者统一起来，“博约一贯”说或“博约合一”说流行
一时，清初康熙皇帝也撰有《博约一贯论》。直至
清末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以及民国初年程树德撰
《论语集释》，他们也都把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
礼”统为一体。厘清这一关系———起始于朱熹、阳
明将“约礼”与“博文”统为一体的解读过程，对于
今天深入探讨其真正含义，不无裨益。
一、朱熹《论语集注》的解读
《论语》讲“博文约礼”，共有三处:其一，《雍
也》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
畔矣夫!”其二，《子罕》载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
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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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其三，《颜
渊》中有与《雍也》相重合的一段。
对于《论语·子罕》载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
以礼”，西汉孔安国注曰:“言夫子既以文章开博
我，又以礼节节约我，使我欲罢而不能。已竭我才
矣，其有所立，则又卓然不可及。言已虽蒙夫子之
善诱，犹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对此，南北朝皇侃
《论语集解义疏》道:“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者，
此说善诱之事也。博，广也。文，文章也。言孔子
广以文章诱引于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礼教
约束我，故云约我以礼也。云‘欲罢不能’者，文博
礼束，故我虽欲罢止而不能止也。”［2］121 － 122北宋邢
昺《论语注疏》云:“言夫子既开博我以文章，又节约
我以礼节，使我欲罢止而不能。”［3］2490至于《论语·
雍也》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
以弗畔矣夫’。”《论语集解义疏》曰:“言君子广学
六籍之文，又用礼自约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违背
于道理也。”［2］81《论语注疏》云:“此章言君子若博
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捡约，则不违道
也。”［3］2479显然，自西汉孔安国到北宋邢昺，都是把
“博文约礼”中的“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
北宋二程解《论语》“博文约礼”也是将“博
文”与“约礼”分为二事。程颢说:“博学于文，而不
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所谓约之以礼者，能守礼
而由于规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
已。”［4］程颐说:“此是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圣人
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后约之以礼，所谓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博与约相对。
圣人教人，只此两字。博是博学多识，多闻多见之
谓。约只是使之知要也。”［5］此外，二程门人侯仲
良说:“博我以文，是致知格物;约我以礼，是克己
复礼。颜子自得如此，孔子许之亦然，亦是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6］328(朱熹《论孟精义》)
朱熹追随二程，注《论语》多采二程之说，因
此，与二程一样，他于四十八岁写成《论语集注》时
也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且如程颐所言，讲
博学以文在先，约之以礼在后。对于《论语》载子
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朱熹注曰:“约，要也。畔，背也。君子学欲其博，
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
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
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
亦可以不畔道矣。”［7］91对于《论语》载颜渊曰“夫子
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朱熹注曰:
“循循，有次序貌。诱，引进也。博文约礼，教之序
也。言夫子道虽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
‘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
也。’程子曰:‘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圣人教人，
惟此二事而已。’”［7］111 － 112同时还引胡氏曰:“惟夫
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
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7］112
除了《论语集注》，朱熹还在宋淳熙四年(1177
年)完成的《论语或问》中说道:“夫圣门之学，升高
自下，陟遐自迩，先博以文，而后约之以礼，始于繁
悉，而终于简易，固亦有其序而不可躐矣。”［6］692
(朱熹《四书或问》)稍后，他又说:“大抵圣人之教，
博之以文，然后约之以礼，而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
先，新民为后。”［6］2264 － 226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
文集》卷四十九，《答林伯和》)这里讲“先博以文，
而后约之以礼”，明显是将“博文”与“约礼”分为
二事。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讨论“博文约礼”是与“尊
德性道问学”联系在一起。他说:“圣人之教学者，
不过博文约礼两事尔。博文，是‘道问学’之事，于
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约礼，是‘尊德性’之事，
于吾心固有之理，无一息而不存。”［8］569淳熙二年
(1175 年) ，朱陆鹅湖之会，“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
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
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
人为支离，此颇不合”［9］。朱熹强调先“博文”而后
“约礼”，不同于陆九渊“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
之博览”。后来，朱熹又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
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
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
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
边耳。”［6］254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
四，《答项平父 ＜二 ＞》)显然，在朱熹看来，“尊德
性”与“道问学”，正如“博文”与“约礼”一样，亦分
为二事;与此相关，“存心”与“致知”、“诚意正心”
与“格物致知”，都可分为二事。朱熹还说:“大学
之道，虽以诚意正心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为
先。”［6］281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
九，《答曹元可》)
朱熹讨论为学工夫，重视下手处。他将“博
文”与“约礼”分为二事，实际上是强调“博文”是下
手处。同样，他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存心”
与“致知”、“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都分为二
事，实际上也是为了强调下手处，并非截然地将二
者区分开来。当然，既然分为二事，那么就很容易
被误解为将二者分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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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熹晚年的讨论
淳熙十六年(1189 年) ，朱熹六十岁正式序定
《中庸章句》特别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
的不可分离，他认为:“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
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
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7］35 － 36绍熙五年(1194
年) ，朱熹在《玉山讲义》中又说:“圣贤教人，始终
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无有或遗。故才‘尊德
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功，然
亦不是判然两事也。……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6］3591 － 3592(朱熹《晦
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玉山讲义》)显然，
朱熹晚年更为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存心”
与“致知”的不可分割，“不是判然两事”。朱熹甚
至还说:“《大学》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
心，不是两事，但其内外浅深自有次第耳。”［6］265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
王 ＜一 ＞》)
与此同时，朱熹晚年在与门人的讨论中，对
《论语集注》中的一些注释，觉得“尚有合改定处，
未及下手”，“有说不到处”［6］3065(朱熹《晦庵先生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 ＜四 ＞》) ;对于
早年吸取二程思想将“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分
为二事，有了新的认识，从较多讲“先博以文，而后
约之以礼”转变到强调“博文”与“约礼”二者的相
互贯通、相互统一。他说:“‘尊德性、道问学’一
段，‘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两边做工夫都不
偏。”［8］1589并且还说:“博文约礼亦非二事。”［6］302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二，《答李敬
子 余国秀》)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晚年时对于二程将“博
文”与“约礼”分为二事的观点，颇有微词。据《朱
子语类》载，问:“明道言:‘博学于文’，而不‘约之
以礼’，必至于汗漫。所谓‘约之以礼’者，能守礼
而由于规矩也，未及知之也。既能守礼而由规矩，
谓之未及于知，何也?”曰:“某亦不爱如此说。
……颜子亦只是这个博文约礼。但此说较粗，颜子
所说又向上，然都从这工夫做来。学者只此两端，
既能博文，又会约礼。”［8］835如前所述，朱熹《论语
集注》曾引述程颢所言“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
必至于汗漫”，而晚年却对该句所包含的将“博文”
与“约礼”分为二事之意，有所不满。
又据《朱子语类》载，蜚卿问:“博约之说，程子
或以为知要，或以为约束，如何?”曰:“‘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一般。但‘博
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能
约礼，可以弗畔夫道，而颜子则更深于此耳。侯氏
谓博文是‘致知、格物’，约礼是‘克己复礼’，极分
晓。而程子却作两样说，便是某有时晓他老先生说
话不得。”［8］969这里既讲《论语·子罕》“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与《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
以礼”，其意大同小异，又认为程颐将“博文”与“约
礼”分为二事是不对的。
有门人针对程颢所言“所谓‘约之以礼’者，能
守礼而由于规矩也”和程颐所言“博学而守礼”说:
“‘约’字恐不宜作‘守’字训，若作‘守礼’，则与博
学成二事。非博文则无以为约礼，不约礼则博文为
无用。……伊川之说，文自文，礼自礼，更无一贯
说。看‘博约’字与‘之以’字有一贯意。伊川又
说:‘颜子博约，与此不同。’亦似大过。博文约礼，
本无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终乎由
是以成德，欲罢而不能。颜子与此不同处，只在
‘弗畔’与‘欲罢不能’上，博约本无异。伊川以颜
子之约为知要，以此章之约作约束之‘约’，恐未
安。此‘约’字亦合作知要。”对于门人这一所言，
朱熹说:“此说大概多得之。但此‘约’字与颜子所
言‘约’字，皆合只作约束之意耳。”［8］837显然，朱熹
不赞同二程将“约礼”之“约”解读为“守”以及由
此造成“约礼”与“博文”分为二事，而是认为，从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字意来看，二者一贯。
为此，朱熹特别强调“博文”与“约礼”的不可
分割。他说:“大抵为学，只是博文、约礼两端而
已。博文之事，则讲论思索要极精详，然后见得道
理，巨细精粗无所不尽，不可容易草略放过。约礼
之事，则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着实如此下手，
更莫思前算后、计较商量。”［6］2237 － 2238(朱熹《晦庵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 ＜ 四十
七 ＞》)又说:“圣人之教循循有序，不过使人反而
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开其讲学之端;约
之以礼，以严其践履之实，使之得寸则守其寸，得尺
则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后道之全体乃
有所乡望而渐可识，有所循习而渐可能。”［6］2555(朱
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王季和
＜二 ＞》)
朱熹晚年不仅强调“博文”与“约礼”的不可分
割，而且较为强调“约礼”。朱熹门人吴伯丰引张
载所言“学者必先守其至约”，“不必待博学而后至
于约，其先固守于约也”，对此，朱熹说:“未博学而
先守约，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
之言也。”［6］245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
十二，《答吴伯丰 ＜十九 ＞》)显然，朱熹赞同“未博
学而先守约”。据《朱子语类》载，行夫问“博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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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答曰:“博文条目多，事事着去理会。礼却只
是一个道理，如视也是这个礼，听也是这个礼，言也
是这个礼，动也是这个礼。若博文而不约之以礼，
便是无归宿处。如读《书》、读《诗》、学《易》、学
《春秋》，各自有一个头绪。若只去许多条目上做
工夫，自家身己都无归着，便是离畔于道也。”［8］833
这里明显强调“约礼”。
三、王阳明的《博约说》
王阳明对于朱陆异同多有研究。［10］当时学者
王文辕(号舆庵)推崇象山之学，而谓其“专以尊德
性为主”;又有徐守诚(字成之)推崇朱熹之学，而
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对此，王阳明于明正德
六年(1511 年)在《答徐成之》—文中分别给予批
评。他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
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
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
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苟
尽吾心以求焉，则不中不远矣。学也者，求以尽吾
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
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为学，乌
在其为学也已!”［11］891(王守仁《答徐成之》)王阳
明认为朱陆异同并不在于是“专以道问学为事”，
还是“专以尊德性为主”，因为朱陆之学都既有尊
德性又有道问学。
正德十六年(1521 年) ，王阳明在《象山文集·
序》中认为，圣人之学为“心学”，即“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一之学”;与此
不同，朱熹之学，“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
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
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只有象山之学，“必求诸心，
则一而已”［11］273 － 274(王守仁《象山文集·序》) ，为
孟氏之学。
嘉靖四年(1525 年) ，阳明门人南逢吉以王阳
明《答徐成之》书求教。阳明说:“此书于格致诚
正，及尊德性而道问学处说得尚支离。盖当时亦就
二君所见者将就调停说过。细详文义，然犹未免分
为两事也。”据南逢吉所说，尝见一友问云:“朱子
以存心致知为二事。今以道问学为尊德性之功，作
一事如何?”先生曰:“天命于我谓之性，我得此性
谓之德。今要尊我之德性，须是道问学。如要尊孝
之德性，便须学问个孝;尊弟之德性，便须学问个
弟。学问个孝，便是尊孝之德性;学问个弟，便是尊
弟之德性。不是尊德性之外，别有道问学之功;道
问学之外，别有尊德性之事也。心之明觉处谓之
知，知之存主处谓之心，原非有二物。存心便是致
知，致知便是存心，亦非有二事。”曰:“存心恐是静
养意，与道问学不同。”曰:“就是静中存养，还谓之
学否?若亦谓之学，亦即是道问学矣。观者宜以此
意求之。”［11］1288(王守仁《传习录拾遗》)王阳明认
为，朱熹之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偏向尊德性或是道
问学，而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在于把尊德性与
道问学分为两事，“以存心致知为二事”。而在阳
明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原非有二物”;存心与
致知，“亦非有二事”。稍后，南逢吉又就“博文”与
“约礼”的先后关系前来求教，王阳明为之撰《博约
说》。
王阳明早就对“博文”与“约礼”的关系有过阐
述。正德七年(1112 年) ，《年谱》中记载王阳明与
门人徐爱论学［11］1362，就“‘博文’为‘约礼’功夫”
一事，他指出:“‘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
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
‘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
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
……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
‘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11］7 － 8
(王守仁《传习录上》)
王阳明《博约说》认为，“理，一而已矣;心，一
而已矣”，圣人合心与理而为一，所以，“圣人无二
教，而学者无二学”，不仅尊德性与道问学“原非有
二物”，存心与致知“亦非有二事”，而且“博文”与
“约礼”也统为一体，不分先后。与此同时，他运用
程朱“体用”说对“礼”与“文”作出分析，指出:“夫
礼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
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
之条理谓之礼。”认为心所具天命之性为天理，天
理之条理谓之礼，这是“体”。他又说:“是礼也，其
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
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
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
繁，至于不可穷诘，是皆所谓文也。”在王阳明看
来，“礼”为“体”，发见于外而为“文”，为“用”。他
还说:“是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
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见之
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礼”
在内，“文”在外;“礼”为“体”，“文”为“用”;“礼”
微而难见，“文”显而可见，因此，“礼”与“文”为一
体，“约礼”与“博文”体用一源。所以，他说:“君子
之学也，于酬酢变化、语默动静之间而求尽其条理
节目焉，非他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耳矣;于升降周
旋、隆杀厚薄之间而求尽其条理节目焉，非他也，求
尽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尽其条理节目焉者，博文
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者，约礼也。文散于事而万
殊者也，故曰博;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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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非约之以礼，则其文为虚文，而后世功利辞章
之学矣;约礼而非博学于文，则其礼为虚礼，而佛、
老空寂之学矣。是故约礼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
以约礼。二之而分先后焉者，是圣学之不明，而功
利异端之说乱之也。”［11］297(王守仁《博约说》)在
王阳明看来，“礼”根于心而一本，“文”散于事而万
殊;“约礼”是要“求尽吾心之天理”，“博文”是要
“求尽其条理节目”;“博文”与“约礼”二者统为一
体，“约礼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约礼”，反对
将“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二分。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博约说》不仅讲“博
文”与“约礼”二者为一体，而且还由此讲“格物”与
“致良知”二者为一体，“博文以约礼，格物以致其
良知，一也”，还说:“博文以约礼，格物以致其良知
也。亦宁有二学乎哉?”［11］298(王守仁《博约说》)
同年，王阳明又在《答顾东桥书》中指出:“朱
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
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
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
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
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
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
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
喻矣!”［11］50 － 51(王守仁《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这里明确提出朱熹之学为“析‘心’与‘理’而为
二”，而阳明之学为“合心与理而为一”，与朱子晚
年之论相同。
四、“博约一贯”或“博约合一”
与王阳明同时的湛若水讲“随处体认天理”，
又说:“随处体认天理，与博约一贯同，皆本于精一
执中之传。博文约礼，还是二句，然则一段工夫，一
齐并用，岂不是同一体认天理?”［12］899(黄宗羲《甘
泉学案 ＜一 ＞》)这里明确讲“博约一贯”。阳明后
学王时槐讲“博约合一”说:“学者时时修实行，谓
之博文;事事协天则，谓之约礼。即事是礼而非滞
迹，即礼是事而非落空，此博约合一之学也。”［12］478
(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 ＜五 ＞》)
晚明冯从吾认为，孔门以博约立教，“上符‘精
一’之传”，而有“博约一贯”之说。他还说:“孔子
之道，一贯之道也。又曰‘博文约礼’，何也?盖道
有本原，功无泛用。‘博文’原不是有心求博，盖所
以探本穷原耳。‘博文约礼’，则本立而逢原矣。
故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
将以反说约也。’此博约一贯之说也。”［13］在这里，
冯从吾以“博文约礼”解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
之”，进而讲“博约一贯”。
刘宗周对“博约合一”作了进一步说明。他
说:“礼即文之体，博、约无先后，即所博而约之也。
博约合一，即事即理，即理即心，道在是矣。学者一
切聪明意见，皆足畔道。只格此二关，有始有卒，有
伦有要，是入道之正路。博而不约，俗学也;约而不
博，异端也。阳明先生曰:‘博文是约礼工夫，约礼
是博文主意。’愚按:博约固是一事，但学者初入
门，只可就文上着力，未便是礼。迨循习之久，方有
天则可归，方是约。迨即博即约，则一贯矣。”［14］
清初孙奇逢说:“夫博与约，非二也。博原自
约出，非约不能博。约原自博具，非博不能
约。”［15］275又说:“盖文礼非二物，博约非二事也。
文者，礼之散见。礼者，文之统宗。”［15］1007需要指
出的是，他推崇阳明所谓“约礼必在于博文，而博
文乃所以约礼。二之而分先后焉者，是圣学之不
明，而功利异端之说乱之也”，认为“博约是一齐
事，不分先后”，还说:“随博随约，博中约也。随约
随博，约后博也。”［15］697同时，他又认为，程朱讲格
物致知，不同于“世之博物洽闻者”，“正博约合一
之功”［15］1109。
王夫之也明确讲“博约合一”，强调“博文约礼
是一齐事”。他说:“君子之学以身为要，以心为
主，由一心以推及于天下，无二致也，盖甚约也;而
名物不遗，事理必彻，无可遗也，则又博而且详也。
乃见为约，则有孤守其心而托之于虚者;见为博且
详，则有徒任其闻见而忘其本者;皆未知博约合一
之理、相因之益也。……不知约而以博者，固徒为
闻见之无实;知有约而不能博且详以说之者，抑失
其固有之诚然，而终畔于道。”［16］504(王夫之《四书
训义》卷三十二，《孟子 ＜八 ＞》)认为把“博文”与
“约礼”分割开来，“皆未知博约合一之理”。他还
推崇朱熹《论语集注》的解读，说:“博文、约礼，只
《集注》解无破绽。”还说:“博文约礼是一齐事，原
不可分今昔。如当读书时，正襟危坐，不散不乱。
即此博文，即此便是约礼。而‘孝弟谨信，泛爱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缓急之序，尤自不诬，原不待
前已博而今始约也。”［16］691(王夫之《四书大全说》)
清代康熙在《博约一贯论》中指出:“或以涉猎
强记为能，非博也;或以虚无寂灭为尚，非约也。
《大学》言明新始于格物，齐治归于修身，此则圣贤
所为‘若合符节’者，皆此义也。”［17］清末刘宝楠
《论语正义》也把《论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与
《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联系起来，他认为，
“‘博文’即《大学》之致知格物，‘约礼’即《大学》
之诚意、正心、修身。人非博学，无由约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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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事博文，而不约之以礼，则后世文人记诵之习，或
有文无行，非君子所许也。”［18］民国初年，程树德
《论语集释》引王夫之所谓“博文约礼是一齐
事”［19］418，又引清初李二曲《四书反身录》所言:
“身心性命之道，灿然见于语默动作、人伦日用之
常，及先觉之所发明，皆文也;莫不有当然之则焉，
皆礼也。从而潜心默会，一一晰其当然之谓博;随
所博而反躬实践之谓约。博即虞廷之惟精，《大
学》之格物;约即虞廷之惟一，《大学》之诚正修。
知行并进，无非在身心性命上做工夫，岂区区知古
今达事变者所可同日而语耶?”［19］598
五、结语
与现代学习的既有知识学习、又有道德的学习
不同，在传统儒家眼中，学习主要是就道德学习而
言;而道德学习的目的不只是掌握道德知识，更在
于通过道德学习，培养人的内在德性，这就是所谓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因此，朱熹晚年不仅讲
“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可分割，“不是判然两
事”，而且又强调“博文约礼亦非二事”。
在阳明看来，朱熹把《大学》“格物致知”解读
为“即物而穷其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而不是
“合心与理而为一”。事实上，朱熹讲“即物而穷其
理”是以“心具众理”“心与理一”为根本。他说:
“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
中。”［8］85还说:“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
也。”［6］528(朱熹《四书或问》)因此，他的“格物致
知”并非“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
外”。朱熹晚年讲“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
是两事”，讲“博文约礼亦非二事”，更是朱熹“心与
理一”思想的进一步展现。
阳明虽然对朱熹讲“即物而穷其理”有所批
评，但他反对将“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二分，而
提出“约礼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约礼”。这
与朱熹晚年的思想是一致的，更加印证了王阳明
“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
心之同然”［11］145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的
观点。
此后，大多数学者，无论是朱熹一派，或是阳明
一派，都赞同将“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统为一
体，并一直有学者将《论语》“博学于文”“约之以
礼”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联系在
一起。
当代学者出于现代社会对于知识与道德二分
关系的理解，这些都以知识与道德对应于“博学于
文”与“约之以礼”，把“博文约礼”解读为“广泛地
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而视之为两事。
显然，这样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朱熹之前
的解读。不可否认，这样的解读，可以体现儒家经
典与现代社会的联系，但是却有可能造成对于经典
的误读，或是回到朱熹、阳明之前的理解，需要作进
一步学术思想史的考辨，而这正是现代对于经典解
读所严重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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